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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job requirements-resource model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based on 607 multi-period paired data of on-the-job employee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model that prosocial behavior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and acquisition of their own emotional resources, thereby affects employee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verify the role of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in this proces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s will gain emotional resources to generate positive emotions, but it will also consume emotional resources and make employees feel emotionally exhausted; positive emotion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 mediate the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can moderate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motion; In addition, leader-member exchange relationship can also significantly moderate the indirect effect of prosocial behavior on employe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e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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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一个日益动态、竞争和全球化的环境中，21世纪的组织必须适应迅速变化[1]，因此，组织如何通过提高员工创新绩效进而为企业打下坚实的微观基础是理论界与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热点[2]。在中国这一以集体主义思想为背景的情境下，现有对员工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关注于工作环境、工作特征、行为特征，而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PB）作为一种存在于员工日常工作中的行为变量，同样会改变员工对工作任务的满意程度。
亲社会行为主要涵盖共享、互帮互助、合作共赢与关心他人利益等的主动社会行为[3]。员工将部分的工作时间与个人精力投入到协调合作以及对集体有益的工作上，这是促进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4]，如工作人员在集体工作过程中展现出亲社会行为和积极的态度带动了周围员工的工作热情，有效提高了员工的创新绩效[5]。但近期关于亲社会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负向影响的研究数量逐渐增加。Bull等[6]、Kurzban[7]和Posner等[7]的研究发现，由于在集体内部员工往往十分关注他人的眼光，当员工察觉被他人关注（或可能被关注）时，更具有展现亲社会行为的欲望，并不会在意此类亲社会行为要付出多高的精力，因此会消耗自身情绪资源产生情绪耗竭，进而降低自身的创新绩效。此外，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leader-member exchange，LMX）作为评价主管与下属关系质量好坏的标准[9]，是影响员工实施亲社会行为后产生何种情绪的主要环境影响因素，因而会对亲社会行为和积极情绪以及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调节作用，并能够显著调节亲社会行为通过情绪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
目前相关研究大部分侧重于亲社会行为对工作人员在态度与举止方面的直接正向预测，如Podsakoff等[10]和Thompson等[11]认为员工可以从亲社会行为中受益，包括改进绩效评估结果、获得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和大量的工作晋升机会等；对亲社会行为直接消极影响的研究也仅聚焦于耽误工作进展、角色超载等方面，如Bolino等[1]的研究，且很少有针对亲社会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及其间接作用机制进行的研究；此外，主要致力于将员工人格特质作为调节变量，如员工主动性人格、利他主义人格等[12]，对不同的人际关系环境对员工实施亲社会行为后情绪状态产生的影响考虑不足。为此，本研究将首先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探讨员工亲社会行为对创新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然后基于积极与消极的双重机制对亲社会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间关系进行研究，最后将组织环境中的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对亲社会行为与情绪间交互作用的整体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2.1.1  员工亲社会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ob demand-resource，JD-R），与工作相关的因素可依据其对个人资源的增减影响分为工作资源与标准两大类型[13]。不合实际的工作标准会损耗个体拥有的各种资源，造成资源紧张，给员工带来过多的负面感知，影响个体投入工作和学习的情绪和体力，进而造成对工作的负面情感和消极态度，消耗情绪资源、产生情绪耗竭的感觉。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能够看出，亲社会行为同时具有光明和黑暗的两种属性[1]，但现有关于亲社会行为与员工关系的研究多关注其积极影响，如亲社会行为在总体上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员工的工作投入[14]；员工可以从亲社会行为中受益，包括改进绩效评估结果、获得更高的地位、拥有更强的社会关系和大量的工作晋升机会等 [10-11]；站在积极的角度，亲社会行为可以提升组织成员间的沟通次数、相互学习的机会，促进人际关系发展，可将其视为工作资源，能够使员工产生积极情绪，进而提升员工创新绩效[15]。相反，经常实施亲社会行为会激活组织内成员的深层表演机制，逐渐将实施亲社会行为视为工作要求，为实现印象管理而不断消耗自身情绪资源，资源被损耗无法及时得到补充且无法及时形成恢复体验则精力和情绪将耗竭[16]；同时，员工的工作投入和自主学习能力会因此受到影响，降低员工创新绩效[17]。因此，本研究认为亲社会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有显著的“双刃剑”影响。鉴于亲社会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二者间存在正负兼有的影响关系，本研究在此不做单向影响的研究假设。
2.1.2  积极情绪在员工亲社会行为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情绪作为一种短期的情感资源，包括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两种。积极情绪是指使人乐观、充满自信、精力充沛的一种情绪资源，会对员工态度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积极情绪主要源于个人在工作经验中获得的愉快的、积极的情感状态[18]。JD-R理论指出，为降低未来可能带来的资源亏损，人们会尽力寻找资源，来让资源产生盈余[19]；而Rapp等[20]、龙立荣等[21]的研究均表明，资源盈余会给人们带来积极的幸福感知。亲社会性是人类心理和社会功能中促进资源产生的基本模式，有研究得出，为他人献出一份爱心同时他人给予感激时，个人的乐观情绪能够代替心里的畏惧与不安的情绪[22]。
各种情绪下产生的亲社会行为对员工的情绪状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职业道德角度来看，主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员工通过满足基本的人类需求（如：自主性和关联性）来构建资源[23]。事实上，有关JD-R的理论研究和有关亲社会行为的实证研究大都认为亲社会行为改善了行为者的影响力[13]【无实质性引用。一篇文献不代表“大都认为”】，因为亲社会行为满足了人们对关系和能力的需求[24]，并增强了自我评价、产生了积极情绪[25]。此外，帮助往往伴随着改变他人生活的感觉，例如由于客户表达了感激之情，进一步促进员工积极情绪的产生[26]，从而促进员工产生更高的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亲社会行为满足了产生积极情绪的基本需求，有助于形成员工的情绪资源，是促进员工产生高创新绩效的“积极情绪之路”。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1：亲社会行为通过正向影响员工积极情绪，进而促进其创新绩效的产生。
2.1.3  情绪耗竭在员工亲社会行为与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
情绪耗竭反映了员工在工作中长期处于身体、情感和认知的紧张状态[28]【文献27在哪里？】，是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29]。员工实施亲社会行为后产生的效果可能是消极负面的，其实施各种亲社会行为的理由同样会是消极负面的。JD-R理论认为，人们在工作中会产生或消耗资源，从资源损益视角研究发现，当个人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时，自身会感到较大的心理压力，给员工创新绩效会带来消极影响[19]；个人的各种资源库存并非是无限的，当员工自愿实施亲社会行为时，会不断使用自身可利用的情绪资源，致使自身情绪资源消耗殆尽，导致日常工作与职业发展无法顺利进行[30-32]【不应泛泛堆叠所阅读过的文献。哪些观点或具体表述引用了哪篇文献？该表述是否为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见解？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提高情绪耗竭产生的可能性；当工作人员主动参与亲社会行为但没有被组织肯定时，同样会让工作压力油然而生，使员工积极的情绪不断消耗，进而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1]；当员工急于“拯救”他人而提供别人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帮助时，也会产生“白骑士综合征”现象[1]，员工消耗大量情绪资源但无法得到积极反馈，使员工产生情绪耗竭现象，降低员工创新绩效；此外，亲社会行为的展开要花费许多的工作时间与个人精力，会使员工任务绩效水平降低，对个人职业带来消极影响，尤其是当许多小组成员无法合理掌控时间，或各成员之间过分依赖彼此[33]，则员工花费更多的时间及精力实施亲社会行为会消耗更多的情绪资源产生情绪耗竭，最终降低员工创新绩效。
综上所述，亲社会行为作为工作中取悦领导、同事，产生印象管理的有效策略，增加了员工“表演”的深度与难度，造成了个体情绪资源的进一步损耗，是阻碍员工对工作满意进而降低其创新绩效产生的“情绪耗竭之路”。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H2【参照假设1形式修改。后同】：亲社会行为通过正向影响情绪耗竭阻碍创新绩效的产生。
2.1.4  领导与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组织内存在不同形式的社会交换关系，包括员工和组织之间的社会交换（POS）、员工和直接主管之间的社会交换（LMX）等。中国一直注重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人际关系的好坏会对员工的工作行为及其内在情感会产生影响[34]。领导在组织内部有一定管理权利，会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也会按照工作的实际情况分配不同的资源、设定有关管理制度，领导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是员工开展各项工作时首要考虑的因素[35]。如果员工和领导之间有较好的关系，那么领导会将其作为“圈内成员”，双方的信任度较高，也会在工作方面给予大力的帮助；相反的情况下，员工未成为领导认可的“内部成员”，双方只是在工作方面有一定关联关系，并未有过多的情感联系。
Tierney 等[36]和Scott等[37]研究发现，领导者会帮助与其建立高质量交换关系的下属消除其实施亲社会行为后的负面影响，促使员工感知更多亲社会行为带来的积极影响，并积极、热情地完成各项工作。这说明在质量较高的关系层面，领导会考虑员工未来的发展问题，为他们分配较多的资源，会对个体的感知、态度和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助于员工形成资源较多的工作环境[38]，促进员工自身积极情绪资源的产生，促进员工的创新绩效；相反，处于质量较差的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中时，员工的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比较注重自身的报酬情况，由于没有受到领导的关注，这些员工无法获取足够的资源以及充分的帮助、占据有限的情绪资源，抑制正向情绪输出的频率[39]，从而抑制员工的创新绩效的增长速度。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和积极情绪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高时，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关系被加强。
H3b【参照H3a修改。下同】：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越高时，该间接效应的正向影响越强。
[bookmark: OLE_LINK20][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会调节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耗竭、员工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认为员工与领导间的关系好坏一般不能直接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40]，更多的是引起情绪资源的生成或消耗后间接地对员工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情绪耗竭作为员工心理过度劳累后展现出的一种情绪资源匮乏的状态，依赖于员工的工作体验和工作关系氛围的共同作用。首先，在中国的组织情境中，“圈子”会对员工工作和晋升路径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41]，而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的强弱能够精准地反映出员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同时，领导地成员交换关系的强弱也是保障工作中关系和情绪资源获取的基础[42]。因此，较高的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会降低员工情绪和心理资源的缺失程度，防止员工没有足够的情绪资源来应对自身对创新的追求、最终削弱由于情绪资源耗竭而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43]。其次，现有研究指出，当员工感知到较高的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时，能够对实施合作、分享等利他的亲社会行为后消耗的情绪资源进行补充，如得到领导的赞赏、认可或领导给予的其他资源[44]，进而削弱对自身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相反，当员工感知到较低的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时，原本由于实施印象管理或组织内帮助同事等亲社会行为后产生的明显的情绪耗竭状态无法得到及时的调整，情绪资源无法及时补充或替代性地补充时，将加剧员工的情绪耗竭，降低员工的情绪资源输出和创新绩效。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4a：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耗竭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高时，亲社会行为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关系被减弱。
H4b：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越高时，该间接效应的负向影响越弱。
综上所述，实施亲社会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内“领导-成员”改为“领导与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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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亲社会行为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

2.2  研究方法
2.2.1  变量及测量
在对变量进行测量的过程中选用Likert五点计分。
（1）亲社会行为（PB）。对亲社会行为变量采用Bolino[1]的7个题项量表测量，题目为“我会通过我的工作让同事获得益处”等。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α，以下简称“α”）值为0.930。
（2）积极情绪（PE）。选取Waston[45]的9个题项量表测量积极情绪变量，如“在实施帮助、谏言等亲社会行为后，我是活跃的、充满热情的”等。量表的α值为0.962。
（3）情绪耗竭（EE）。选取Watkins[46]的3个题项量表测量情绪耗竭变量，如“在实施帮助、谏言等亲社会行为后，我觉得我的情绪枯竭了”等。量表的 α值为0.937。
（4）员工创新绩效（EIP）。选取Madjar 等 [47]的3个题项量表测量员工创新绩效变量，如“我能够利用现有信息和材料来开发对团队有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或新产品”。量表的α值达到0.893。
（5）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LME）。采用Liden等[48]的7个题项量表测量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变量，如“我的直属领导了解我在工作方面的实际需求以及各项问题”等。量表的α值达到0.954。
（6）控制变量。由于组织特征及组织内员工的个人特征影响员工创新绩效[49]，为了有效分析有关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找出不需要的解释机制，对可能影响研究工作的变量进行控制，因此将控制变量确定为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月收入、本单位工作年限。其中，员工性别（1表示男性）、婚姻状况为虚拟变量，受教育程度、本单位工作年限为类别变量，其余为连续变量。
2.2.2  样本及调研程序
本研究的调研对象为京津冀和东北三省等地区的企事业单位员工，调研时间为2022年4月至2022年5月。因疫情防控需要，主要采取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并有少部分问卷在笔者单位所在城市进行线下发放与回收。调研对象采用匿名方式填写问卷，要求参与调查研究的人员按照实际情况回答问题，且提前说明问卷调查只用于学术研究，问卷填答情况与个人的道德水准没有关联性，并应用设置反向题项的方法以减少被试对测量目的的猜测。为激励被试者认真填写问卷并且确保问卷的有效性，线上系统会根据被试者填写问卷的内容和时长给予一定的“红包”物质奖励，线下则是通过走访的形式对当地企事业员工发放问卷。为确保正确追踪匹配问卷，被访者需填写手机号后四位作为追踪问卷的编码。
为降低同源方法偏差，采用两个波次时间滞后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2022年4月进行第一次调研（T1），收集了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如年龄、性别和学历）、亲社会行为和积极情绪，线上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682份，线下发放问卷122份、回收有效问卷122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804份。2022年5月对第一阶段有效问卷进行追踪（T2），测量情绪耗竭、员工创新绩效、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线上回收有效问卷509份，线下回收有效问卷98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607份。
最终共804名被试参与，其中有效问卷607份，有效回收率为75.5%，其中各构念测量题项的峰度与偏度的绝对值都小于3。按照回归分析中对样本量的要求标准，本研究中的样本数据符合正态分布，因此要求样本量与题项总数的比例为5∶1[50]，而本研究中所有构念的测项总数为38个，而最终获得的有效样本数量607份符合样本量与题项总数的比例至少为5∶1的标准要求。其中，线上问卷占83.86%；性别方面，男性占40.03%，女性占59.97%；年龄方面，25～40岁占78.42%；受教育程度上，本科毕业的人数达到56.34%；婚姻方面，已婚占68.86%；收入状况，3 000元～5 000元最多，占22.57%；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方面，1～5年最多，占28.34%。研究数据分布较为合理，具有一定代表性。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效度分析和同源方法偏差检验
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α系数均大于0.7，证明问卷信度良好；主要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平均方差变异（AVE）都大于0.5，说明问卷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表1  变量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载荷系数
	Cronbach’s α
	CR
	AVE

	PB
	0.708～0.887
	0.930
	0.930
	0.657

	PE
	0.828～0.900
	0.962
	0.963
	0.741

	EE
	0.899～0.928
	0.937
	0.937
	0.832

	EIP
	0.825～0.877
	0.893
	0.894
	0.737

	LME
	0.740～0.941
	0.954
	0.953
	0.743



由于本研究模型变量与对应的测量条目较多，因此对亲社会行为、积极情绪和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的测量条目采用平衡法进行打包（parceling）[51]，每个潜变量统一打包为3个观测变量。表2列示了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的处理结果，相较于其他的因子模型，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较好，拟合指标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说明5个研究变量的区分效度较好。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因子
	x2
	df
	RMSEA
	CFI
	TLI
	SRMR

	五因子
	PB、PE、EE、EIP、LME
	205.007
	80
	0.051
	0.986
	0.982
	0.021

	四因子
	PB+PE、EE、EIP、LME
	2 288.721
	84
	0.208
	0.752
	0.690
	0.150

	三因子
	PB+PE、EE+EIP、LME
	4 088.295
	87
	0.275
	0.550
	0.457
	0.251

	二因子
	PB+PE+EE+EIP、LME
	5 185.348
	89
	0.307
	0.427
	0.324
	0.278

	单因子
	PB+PE+EE+EIP+LME
	7 301.390
	90
	0.363
	0.189
	0.054
	0.306



[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32]在同源方法偏差问题方面，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验证员工自评变量是否存在同源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析出了5个主成分因子，累计方差为78.02%，首个因子解释了34.29%，没有占据总体解释变量的一半，没有达到40%的临界值，说明没有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单因子模型拟合效果很差，再次证明了本研究采用的共同方法不存在严重偏差。此外，共线性是否严重的测评发现，方差膨胀因素（VIF）没有超过2，各变量间的容忍度超过0.6，这代表共线性与同源方法的偏差都不会对研究工作带来较大影响。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表3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每个变量的信度较好。亲社会行为与积极情绪（r=0.357，p<0.01）和情绪耗竭（r=0.161，p<0.01）之间体现出正相关关系，积极情绪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同样体现出密切关联性，展现正相关关系（r=0.539，p<0.01）情绪耗竭和员工创新绩效也体现出一定关联性，展现负相关关系（r=-0.108，p<0.01）。这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3内短横线非负数符号，改按正确负数符号“−”执行；变量表达形式参照“1-性别”修改】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别
	1
	
	
	
	
	
	
	
	
	
	

	2
	年龄
	−0.016
	1
	
	
	
	
	
	
	
	
	

	3
	教育程度
	0.048
	-0.061
	1
	
	
	
	
	
	
	
	

	4
	婚姻状况
	0.099*
	-0.169**
	0.063
	1
	
	
	
	
	
	
	

	5
	月收入
	-0.036
	0.167**
	-0.014
	-0.181**
	1
	
	
	
	
	
	

	6
	工作年限
	-0.030
	0.071
	-0.015
	-0.031
	-0.034
	1
	
	
	
	
	

	7
	PB
	-0.027
	-0.014
	-0.033
	0.038
	-0.005
	-0.060
	1
	
	
	
	

	8
	PE
	0.020
	0.010
	0.001
	0.054
	0.038
	-0.004
	0.357**
	1
	
	
	

	9
	EE
	-0.039
	-0.001
	0.003
	-0.055
	0.015
	0.034
	0.161**
	-0.004
	1
	
	

	10
	EIP
	-0.007
	-0.071
	-0.071
	0.035
	0.030
	−0.087*
	0.290**
	0.539**
	-0.108**
	1
	

	11
	LME
	0.039
	-0.009
	-0.035
	0.022
	0.022
	0.012
	0.087*
	0.273**
	-0.167**
	0.236**
	1

	均值
	1.600
	3.230
	2.700
	1.310
	3.820
	2.470
	3.460
	3.550
	3.530
	3.650
	2.960

	标准差
	0.490
	1.371
	1.060
	0.463
	1.489
	1.220
	0.655
	0.751
	0.928
	0.647
	0.863


注：* P<0.05， ** P<0.01， ***P<0.001。下同。

3.3  假设检验【论证过程中均未提及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直接效应，在表5中补充汇报直接效应的结果。】
应用SPSS软件的Process程序进行假设检验，以此检验积极情绪与情绪耗竭在亲社会行为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过程中所起中介作用，以及领导成员交换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由表4和表5可知，亲社会行为会预估员工创新绩效（P<0.001）和积极情绪（P<0.001），积极情绪可预估员工创新绩效（P<0.001），且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亲社会行为正向预测情绪耗竭（P<0.001），情绪耗竭能够负向预测员工创新绩效（P<0.001），亲社会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亲社会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bookmark: OLE_LINK21]表4  变量的作用路径系数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路径系数
	95%置信区间

	PB→PE
	0.411
	[0.325，0.497]

	PB→EE
	0.235
	[0.123，0.347]

	PB→EIP
	0.124
	[0.053，0.195]

	PE→EIP
	0.426
	[0.152，0.324]

	EE→EIP
	-0.088
	[−0.134，−0.041]



表5  变量的中介路径检验结果
	中介路径
	中介效应值
	95%CI

	PB→PE→EIP
	0.175
	[0.118，0.237]

	PB→EE→EIP
	−0.021
	[−0.038，−0.005]

	总间接效应
	0.155
	[0.095，0.220]



【仍需进一步修缮！首先，该结果显示的是否是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即间接效应。若是，按照温忠麟等人的相关做法，证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不成立，即置信区间下调至90%，需提供相应权威文献印证；同时，有关调节效应的做法，通常需要汇报差值水平下的调节效应，可参考下列文献：程豹,周星,郭功星.资质过剩感知对员工情绪劳动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01):192-201+244-245.最后，本文论述的是“双刃剑”，那么需要将正负两个调节变量同时纳入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验证调节变量在双刃剑模型中的干预效果】
[bookmark: _GoBack]
在对调节效应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与积极情绪间起调节作用（B= 0.109，P<0.01），95%置信区间为[0.029，0.190]，不包含0。按照Hayes [52]提出的方法，按照此方面的交换关系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2），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高时，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影响更强（B=0.500，P<0.001），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382，0.618] ，不包含0；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低时，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更弱（B=0.297，P<0.001），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191，0.403]，不包含0。故，H3a得到支持。为进一步验证假设H3b，应用Process Model7对有调节的中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为0.047，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08，0.119]，包含0；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01，0.106]，不包含0，故在90%水平上边缘显著。在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水平较低时，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127，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54，0.190]，不包含0）；在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这一间接效应的效应值和显著水平明显提高（间接效应值为0.213，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143，0.288]，不包含0）。该结果表明，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对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故假设H3b得到证实。
【图2补充横坐标标目“亲社会行为”；纵坐标轴上数值统一保留小数点后小数位数，如“1”改为“1.0”】


 图2  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调节效应（积极情绪）


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在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耗竭间起调节作用（B=−0.150，P<0.01），在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257，−0.044]，不包含0。按照Hayes[52]的方法，按照此方面的交换关系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绘制调节效应图（见图3），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高时，亲社会行为对情绪耗竭的影响更弱。简单斜率分析的结果表明，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高时，亲社会行为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不显著（B=0.101，P>0.1），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55，0.257] ，包含0。当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较低时，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更弱（B=0.381，P<0.001），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240，0.521]，不包含0。故，H4a部分得到支持。为进一步验证假设H4b，应用Process Model7对有调节的中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指数为0.013，在95%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01，0.030]，包含0；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间[0.001，0.026]，不包含0，故在90%水平上边缘显著。在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水平较低时，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对员工创新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33，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53，−0.013]，不包含0）；在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这一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值为−0.009，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为[−0.027，0.008]，包含0）。该结果表明，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对亲社会行为通过情绪耗竭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具有调节作用。故假设H4b得到证实。


图3  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调节效应（情绪耗竭）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结论如下：首先，亲社会行为可能通过引发情绪资源增减变化正向促进或负向抑制组织员工的创新绩效，形成双刃剑效应。JD-R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相结合的视角丰富了变量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亲社会行为影响员工创新绩效的内在双重机制；其次，积极情绪和情绪耗竭分别在亲社会行为和员工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最后，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正向调节亲社会行为与积极情绪之间的正向关系，负向调节亲社会行为与情绪耗竭之间的正向关系，即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越低，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越小、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越大，反之，即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越高，亲社会行为对积极情绪的正向影响越大、对情绪耗竭的正向影响无显著变化。
通过本研究结果还能够发现，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调节积极情绪和情绪耗竭的中介效应时仅在90%的置信区间显著。由于员工实施印象管理或出现“白骑士综合征”等亲社会行为时，意在表现出其拥有比其他员工更优秀的品质，当组织内其他成员都进行效仿时，仅表现亲社会行为将难以突显自身的出色，因此员工将需要利用从领导处获取的资源对自身能力和竞争力等方面进行提升，从而将注意力或精力从情绪资源处转移，投入到其他能够彰显自身出色并提升自身创新绩效的资源中[33]；尽管员工仍会通过实施亲社会行为获取或消耗情绪资源进而影响自身的创新绩效，但他们有能力把控组织氛围对其自身哪些资源产生影响，因此，组织氛围比较不容易仅通过情绪资源对员工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所以，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仅能在90%置信水平下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调节亲社会行为通过积极情绪或情绪耗竭对员工创新绩效的间接影响。
4.2  理论意义【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
Brown等[53]指出，情绪视角是个体实施某种特定行为后产生何种态度的主要解释路径。Gooty等[54]指出，现有情绪视角的研究仍存在许多局限，如缺乏对情绪与态度问题的关注及忽视不同类别情绪的差异影响等。本研究从情绪资源的角度出发，发现亲社会行为会通过影响内在情绪资源进而影响员工创新绩效，丰富了JD-R模型中的情绪机制；同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积极情绪和情绪耗竭双重情绪角度进一步探索亲社会行为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对Bolino [1]的研究进行补充，完善了亲社会行为的情绪解释机制；此外，从组织氛围角度解释了亲社会行为有效性的边界条件，即亲社会行为对情绪资源的积极或消极作用受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的影响。
4.3  实践启示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能够发现实际工作中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员工会经常在组织中实施亲社会行为却忽略自身角色内的工作内容，影响个人的晋升及组织整体的工作绩效[56]；其次，员工会基于印象管理的目的仅对组织内的高层实施亲社会行为来实现自身的利益需求，打乱和谐的工作环境，同时由于长时间地深层次“扮演”，导致员工的情绪资源耗竭，影响员工自身创新绩效及组织长期稳定的发展[57]；最后，员工实施亲社会行为后由于其“圈外人”的身份未得到组织或上级主管的支持与鼓励，导致员工的情绪资源不断消耗，最终减少亲社会行为的实施次数，影响员工的创新绩效[17]。因此，为促进亲社会行为在组织中发挥较强的正向效用，管理者在实践中应及时对员工的亲社会行为进行识别、分类与干预。第一，实施源头控制。在招聘时关注人员自身特质与性格，找到适合本企业文化的员工，在培训时进一步强调互助和共享的企业文化，从源头激励员工实施有利于组织的亲社会行为。第二，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在日常工作中可采取360度全方位评估体系[58]，防止员工出现任务出色却不合群及过于友善但工作能力不足的现象，减少员工的印象管理次数及发生情绪耗竭的可能性。第三，形成激励保证机制。组织管理者应将已经成为“圈内人”的员工安置在更高职位上，从而增加该类员工实施亲社会行为的动力，例如安排他们帮助新人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等。总之企业和组织管理者一定要尽量避免员工产生“圈外人”心理。面对逐渐以团队为中心的组织架构，如何用包容审慎的态度对待亲社会行为，让亲社会行为成为促进成员间关系、推动组织发展的强大推力是有重要意义的。
4.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虽然通过多时间点进行数据收集，形成了配对数据，但数据是通过自我报告方式收集的，在未来研究中调节变量可以通过收集组织中管理者的数据，对研究的整体框架实施跨层分析；其次，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不仅包含行为的结构和维度，还应包括亲社会行为状态的判断和测量，因此如何测量亲社会行为的程度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再次，仅就组织情境变量（领导与成员交换关系）对亲社会行为和情绪资源间的调节效应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了较为有效的预估，但没有关注组织情境因素组合对亲社会行为带来的不同影响，未来的研究可根据实际情况应用不同的情境变量研究亲社会行为、积极情绪、情绪耗竭和员工创新绩效的边界范围；最后，未来的研究应寻求亲社会行为与员工创新绩效的倒“Ｕ”型关系平衡点，进一步围绕边界条件的设立、转变、优化等方面深入探索亲社会行为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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